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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耕地生产力变化趋势研究对耕地占补平衡评估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近 20 年

来，退耕还林(草)工程和城镇化对汉江流域耕地的分布与生产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 GoogleEarthEngine云平台

利用时间序列土地覆被与 MOD17A3NPP数据集，采用趋势分析、变异系数、Hurst指数和 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 2001～

2019 年汉江流域耕地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时空变化趋势、稳定性及持续性进行了分析，并对汉江流域耕地生产力

占补平衡状况及区域差异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2001～2019年汉江流域耕地 NPP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01～

2010 年增长态势明显快于 2011～2019 年。(2)汉江流域耕地 NPP 呈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79%的耕地 NPP 值介于

400～600gC·m-2·a-1,集中分布在中上游河谷盆地；耕地 NPP呈显著增加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的 53.20%,主要位于中

上游河谷盆地和南阳盆地，呈显著减少的区域仅占 1.06%;耕地 NPP变化稳定的区域集中在上游河谷盆地以及下游荆

门、应城等地，不稳定区域主要位于十堰郧阳区、襄阳以及下游汉川、天门、武汉等地的城镇扩张区；流域耕地 NPP

未来将处于持续增加的趋势。(3)2001～2019年汉江流域转入耕地占全流域耕地的 0.56%,转出耕地占 4.70%,转入耕

地明显少于转出耕地，汉江流域及其三级流域耕地生产力均呈较显著的占补负平衡，且以唐白河流域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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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耕地占补平衡是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15.3.1)的关键环节[1]。

耕地生产力变化趋势分析是耕地占补平衡与持续性评估的基础，有助于揭示农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响应机制
[2]
,

对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汉江流域农业发展较早，流域内江汉平原、汉中盆地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和商品粮基地[3,4]。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推进，

丹江口大坝加高使库区河谷平原耕地损失严重[5]。近 20年来，受退耕还林(草)工程、城镇化及耕地开垦等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汉江流域耕地在面积、分布和质量上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耕地生产力的稳定性、持续性受到较大扰动[6]。客观评估上述土地利用

变化导致的流域耕地生产力变化，建立耕地生产力时空变化特征快速评估体系，对耕地生产力可能出现的收益与损失进行合理

测算，有利于评估流域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状况，进而实现流域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7,8,9,10,11,12],促进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

和谐有序发展。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指绿色植物在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上所积累的有机干物质总量，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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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用产生的有机质总量扣除自养呼吸消耗后剩余的部分。NPP 常作为表征植被变化和评价生态管理措施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
[13],也是衡量耕地生产力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14]。研究表明，NPP 可有效反映植被生产力状况，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的敏感性高于 NDVI 等植被指数
[2,13]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覆盖范围广、高时空分辨率的 NPP 获取方法已成为植被生产力时空

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的重要手段。MOD17A3是目前最常用的 NPP数据产品，该数据集基于 MODISTerra卫星遥感参数利用 Biome-

BGC 模型与光能利用率模型计算得出全球陆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15]。MOD17A3 数据已广泛用于植被生产力时空特征评估
[16,17,18,19,20],相关结果证实该数据能有效表征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状况，且精度可靠[17,21,22]。 

国内学者围绕汉江流域植被覆盖及生产力动态变化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植被对水环境的影响[23]、退耕恢复过

程中的植被演替[24]、植被覆盖/生产力变化与气候因子的关系[25,26,27,28]、植被变化的水文效应[29]及其对土壤侵蚀的影响[30]等方面。

总体上，前人研究主要侧重于流域植被生产力变化与气象因子的关系探究，较少关注耕地生产力的变化，缺乏人类活动影响下汉

江流域耕地生产力的时空动态、稳定性及持续性方面的研究。生态退耕和城镇化主导下耕地转移如何影响了流域耕地生产力?被

占用耕地的生产力与新增耕地的生产力能否达到占补平衡?各区域间有何差异?这些问题尚不明确，需要结合相关数据与方法进

行定量分析与评价。 

本研究基于谷歌地球引擎(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平台调用 2001～2019 年间高精度时间序列土地覆被数据集和 NPP

数据集等，利用 GEE平台在数据获取便利、运算效率高等方面的优势，分析近 20年来汉江流域耕地 NPP时空变化趋势、稳定性

及持续性特征，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尤其是退耕还林(草)、城镇用地侵占农田、林地开垦为耕地等几种最显著的变化对汉江流域耕

地 NPP 的影响，明晰流域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状况的区域差异，揭示汉江流域退耕还林(草)政策和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土地利用

变化对耕地 NPP 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汉江流域耕地保护政策与治理措施制定、水源地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

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汉江发源于陕西省境秦岭南麓，干流流经陕西、湖北两省，于汉口龙王庙处汇入长江。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全长 1577km,

流域面积约 15.3×104km2,经纬度范围为 106°15′E～114°20′E、30°10′N～34°20′N。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中低山区，

东部为丘陵平原。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年均降水量 894mm,水量较丰沛，但年内分配不均，主要集中于 5～10 月
[31]。汉江流域以丹江口、钟祥碾盘山为界可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级流域：丹江口以上流域、唐白河流域和丹江口以下干流流

域。图 1示意汉江流域地理概况。 

 

图 1汉江流域地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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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流域耕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30%～40%,中下游耕地资源丰富，上游以坡耕地为主[32]。流域水田、旱地比约为1∶3,水田

主要沿汉水水系两岸分布，集中于汉中盆地、汉阴—安康走廊、郧县盆地和南阳盆地西部 4大片；旱地主要分布于河滩阶地、低

山丘陵和山间盆地等区域。粮食生产以稻米、小麦为主，基本为一年稻麦两熟；经济作物主要为棉花、油料作物、麻类、烤烟和

桐油等[3,4,33]。 

1.2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土地利用/覆被数据采用欧洲航天局气候变化倡议 ESACCI(European Space Agency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土地覆被

数据集(http://www.esa-landcover-cci.org/),并按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的方案将覆盖汉江流域的 32种土地覆被类型重分类为 6类：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建设用地和水体，时

间序列为 2001～2019 年，空间分辨率 250m。ESACCI 土地覆被数据集基于 ENVISATMERIS 和 SPOTVGT 影像制作[34],常作为基础数

据源跟踪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SDG15.3.1)的进展，其耕地精度介于 68%～86%[35]。 

NPP 数据来自 NASA 提供的年度净初级生产力产品 MOD17A3HGFV6 数据集(https://lpdaac.usgs.gov/products/mod17a3 

hgfv006/),时间序列为 2001～2019年，空间分辨率 500m,转换系数 0.0001。MOD17A3HGFV6产品年度 NPP由给定年份所有 8天净

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PSN)产品 MOD17A2H合成，其中 PSN是总初级生产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GPP)和维持呼吸

(Maintenance Respiration,MR)的差值。相较于 MOD17A3V5.5,MOD17A3HGFV6 采用了新的生物属性查找表(BiomePropertylook-

uptables,BPLUT)和更新版本的全球模拟和同化办公室(Global Modeling and Assimilation Office,GMAO)逐日气象数据，NPP

估算精度得到提升[36]。 

上述数据产品的存储格式、空间分辨率、投影方式等均不一致，为了节省人力与硬件资源，本研究基于 JavaScript编程在

GEE云平台实现遥感数据的调用、投影转换、重采样、裁剪以及相关预处理与计算。 

1.3研究方法 

1.3.1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对汉江流域 2001、2019年土地利用/覆被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获取 2001～2019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并提取转出耕地、

转入耕地、未变化耕地像元的空间分布。 

1.3.2趋势分析与显著性检验 

采用 Theil-Sen 趋势分析法[37]与 Mann-Kendall 统计检验法[38]分析汉江流域耕地 NPP 的变化趋势，并对其显著性进行检验。

Theil-Sen 趋势分析法的优点是样本无需服从特定分布，且不受异常值干扰，已广泛用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化趋势分析。Mann-

Kendall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法，适用于非正态分布数据的检验。Theil-Sen趋势度(ρ)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ρ 为耕地 NPP 的变化趋势；median 为中位数函数；i、j 为时间序数；xi、xj分别为第 i、j 年的耕地 NPP。当 ρ>0

时，表明耕地 NPP呈增加趋势；当ρ<0时，表明耕地 NPP呈减少趋势；当ρ=0时，表明趋势不明显。此外，根据 Mann-Kendall

检验结果将耕地 NPP变化趋势分为 5个等级：极显著增加(ρ>0,p<0.01)、显著增加(ρ>0,0.01<p<0.05)、无显著变化(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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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减少(ρ<0,0.01<p<0.05)和极显著减少(ρ<0,p<0.01)。 

1.3.3稳定性分析 

采用变异系数 Cv反映耕地 NPP的相对波动程度，并以此分析汉江流域耕地 NPP时间序列的稳定性。Cv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v为变异系数；NPPi表示第 i 年耕地 NPP;ΝΡΡ¯为多年 NPP平均值。Cv值越大，耕地 NPP 受到干扰的强度越大，不

稳定性越高；Cv值越小，耕地 NPP波动小，稳定性较好。 

1.3.4持续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 Hurst指数分析汉江流域耕地 NPP时间序列的持续性，并预测其未来变化趋势。基于重标极差(R/S)分析方法的

Hurst指数是定量描述时间序列数据持续性特征的有效方法。Hurst指数最早由英国水文学家 Hurst[39]提出，后经 Mandelbrot等
[40]进行修正和完善，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气象、水文、地质等领域，其计算过程可参考相关研究[41,42],基本原理如下： 

给定一时间序列{ξ(t)},t=1,2,…,n,定义均值序列： 

 

计算累积离差： 

 

极差序列定义为： 

 

标准差序列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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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存在 R/S∝τH,则说明时间序列{ξ(t)},t=1,2,…,n 存在 Hurst现象，H值称为 Hurst指数，其值可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求

出。Hurst指数(H)介于 0～1,一般存在以下 3种情况： 

(1)当 H=0.5,表示序列是一个标准的高斯分布，不具有持续性，其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无关； 

(2)当 0.5<H<1,表示时间序列具有持续性，耕地 NPP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趋势一致。H越接近于 1,持续性越强； 

(3)当 0<H<0.5,表示时间序列具有反持续性，耕地 NPP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相反。H越接近于 0,反持续性越强。 

1.3.5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分析 

为评估 2001～2019 年汉江流域耕地转移导致的耕地生产力总量变化，本研究采用占补平衡指数(PBI)衡量某区域新增的耕

地生产力是否能够弥补被占用的耕地生产力[43]。PBI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in为转入耕地 NPP总量的变化，Pout为转出耕地 NPP总量的变化。PBI指数介于-100～100,当 PBI>50 或 PBI<-50 时，

表明耕地生产力呈较显著的占补失衡。耕地 NPP总量变化(ΔP)可根据单位面积耕地 NPP变化(ΔNPP)与耕地面积变化(ΔA)计算：

ΔP=ΔNPP·ΔA。式中，P是耕地 NPP总量，NPP表示单位面积耕地 NPP,A为耕地面积。 

2 结果与分析 

2.12001～2019年汉江流域耕地变化 

近 20 年汉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耕地为主，分别占流域面积的 53.63%和 40.57%(图 2a、图 2b 和表 1)。与 2001 年

相比，2019 年耕地与草地面积占全流域的比例分别下降了 1.72%和 1.26%;而林地、建设用地和水体面积全流域占比分别增加了

1.90%、0.97%和 0.09%。总体上，2001～2019年汉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以耕地→林地(1441km2)、耕地→建设用地(1402km2)、草

地→林地(1876km2)和林地→耕地(282km2)为主(表 1),耕地变化以退耕还林、耕地城镇化为主。 

2001～2019 年，汉江流域转出耕地 2985km2(占 2001 年全流域耕地的 4.70%),转入耕地 354km2(占 2001 年全流域耕地的

0.56%),转出耕地明显多于转入耕地，另有 60607km2 耕地的类型未发生变化(表 2)。退耕还林、耕地城镇化面积分别为 1441 和

1402km
2
,分别占 2001年全流域耕地的 2.27%和 2.21%,二者共占转出耕地的 95.24%。其中，退耕还林主要分布于丹江口以上流域，

以汉江上游最为集中，尤其是汉中以南、安康以北，还包括十堰西部、丹江口水库周边地区；耕地城镇化主要发生在城市周边(图

2c)。 

从三级流域来看，丹江口以上流域、唐白河流域和丹江口以下干流流域的耕地面积分别占全流域的 32%、31%和 37%,三级流

域耕地面积差别不大，但三级流域内耕地比重差别较大，丹江口以上流域、唐白河流域和丹江口以下干流流域内耕地比重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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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1%和 64%(图 2 和表 2)。丹江口以上流域退耕还林、耕地城镇化面积约为 1215 和 358km2,分别占 2001 年该区耕地面积的

6.04%和 1.78%;唐白河以上流域退耕还林、耕地城镇化面积约为 75 和 488km2,分别占 2001年该区耕地面积的 0.38%和 2.47%;丹

江口以下干流流域退耕还林、耕地城镇化面积约为 151和 556km
2
,分别占 2001年该区耕地面积的 0.64%和 2.35%(图 2和表 2)。 

2.2耕地 NPP年际变化特征 

从空间分布上看，汉江流域耕地 NPP 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大体呈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图 3a)。耕地 NPP 大于

700gC·m-2·a-1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2%,零星分布于陕西省佛坪、宁陕和镇坪，以及湖北省竹溪和房县；耕地 NPP 值介于

600～700gC·m-2·a-1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10%,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宁强、紫阳、镇安和山阳，以及湖北省竹山和郧西；耕

地 NPP值介于 400～600gC·m
-2
·a

-1
的区域集中分布于中上游河谷盆地，所占比例较大，达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79%;耕地 NPP值小

于 400gC·m-2·a-1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9%,主要分布于南阳盆地、中下游汉江河道附近(图 3a)。从三级流域来看，汉江流

域耕地 NPP 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丹江口以上流域耕地 NPP 平均值最高(558gC·m-2·a-1),丹江口以下干流流域耕地 NPP 平

均值次之(453gC·m-2·a-1),唐白河流域耕地 NPP平均值最低(435gC·m-2·a-1)。 

 

图 2 2001,2019年汉江流域土地利用和 2001～2019年耕地转出、耕地转入的空间分布 

表 1 2001～2019年汉江流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km2) 

 
2019年 

总计 

林地 草地 耕地 湿地 建设用地 水体 

2001年 

林地 80395 120 282 0 5 0 80803 

草地 1876 4226 65 24 69 36 6296 

耕地 1441 4 60558 30 1402 110 63545 

湿地 0 1 0 272 15 8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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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 0 0 0 0 597 0 597 

水体 1 5 3 8 4 1832 1854 

总计  83714 4357 60908 334 2092 1986 153391 

 

表 2汉江三级流域退耕还林、耕地城镇化所占面积(km2)及占该区面积比例(%) 

三级流域 耕地(2001年) 退耕还林(2001～2019年) 耕地城镇化(2001～2019年) 

丹江口以上流域 20129 1215(6.04%) 358(1.78%) 

唐白河流域 19745 75(0.38%) 488(2.47%) 

丹江口以下干流流域 23671 151(0.64%) 556(2.35%) 

 

从时间变化上看，2001～2019 年间汉江流域耕地 NPP 年际变化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线性增长趋势达到显著性水平

(P<0.01),平均变化率为 4.21gC·m-2·a-1。其中，2001～2010 年间增长趋势较明显(P<0.01),平均变化率为 10.26gC·m-2·a-

1;2011～2019年间增长趋势不显著(P>0.5),平均变化率为2.73gC·m-2·a-1(图 3b)。2001～2019年间，汉江流域耕地年均 NPP介

于 381～556gC·m
-2
·a

-1
之间，多年平均值为 486gC·m

-2
·a

-1
,最高值出现在 2015 年，最低值出现在 2001 年。从三级流域来看，

2001～2019 年间上游(丹江口以上流域)耕地 NPP 增长率快于全流域平均水平(4.21gC·m-2·a-1),中游、下游(唐白河流域、丹江

口以下干流流域)慢于全流域平均水平，其中，上游、中游和下游流域耕地 NPP 平均增速分别为 5.79、4.06 和 2.75gC·m-2·a-

1(图 3c)。 

 

图 3 2001～2019年间汉江流域多年平均耕地 NPP的空间分布(a)、年际变化趋势(b)以及三级流域耕地 NPP年际变化趋势(c) 

2.3耕地 NPP变化趋势分析 

2001～2019年间汉江流域耕地 NPP的 Theil-Sen趋势度(ρ)介于 1.40～7.01gC·m
-2
·a

-1
之间。耕地 NPP呈增加趋势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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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0)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91.05%,呈减少趋势的区域(ρ<0)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8.95%。其中，耕地 NPP增加较快的区域(ρ>5)

主要分布在南阳盆地，以及汉中盆地、安康盆地等区域；耕地 NPP减少较快的地区(ρ<-5)占全流域耕地面积比例较小，零星分

布于襄阳、郧县、安康等地城区(图 4a)。 

对耕地 NPP 的变化趋势进行 Mann-Kendall 显著性检验，共分为 5 个显著性等级，具体如图 4b 所示。耕地 NPP 呈极显著

(P<0.01)和显著(P<0.05)增加的区域分别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35.39%和 17.81%,主要分布于中上游河谷盆地和南阳盆地；耕地

NPP呈极显著(P<0.01)和显著(P<0.05)减少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面积比例较小(1.06%);大部分区域耕地 NPP变化趋势不显著，占

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45.73%。 

2.4耕地 NPP稳定性分析 

计算 2001～2019 年间汉江流域耕地 NPP 的变异系数，根据变异值划分为 5 个波动等级：低波动状态(Cv≤0.05)、较低波动

状态(0.05<Cv≤0.10)、中等波动状态(0.10<Cv≤0.15)、较高波动状态(0.15<Cv≤0.20)和高波动状态(Cv>0.20),并对全流域耕地

NPP时间序列的稳定性特征进行分析。 

2001～2019 年间汉江流域耕地 NPP 的变异系数较大，其值介于 0.03～0.72。耕地 NPP 变化稳定的区域(Cv≤0.10)占全流域

耕地面积的 36.52%,不稳定区域(Cv>0.10)占 63.48%。耕地 NPP 变化呈低波动及较低波动状态的区域分别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0.99%和 35.53%,主要位于上游河谷盆地，以及下游荆门、应城等地，表明该部分区域耕地 NPP 较稳定；耕地 NPP 变化呈中等波

动状态的区域面积较大，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57.95%,集中分布于唐白河流域以及下游部分区域；耕地 NPP变化呈较高波动状态

及高波动状态的区域分别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4.66%和 0.87%,主要分布在十堰郧阳区、襄阳，以及下游汉川、天门、武汉等地建

设用地扩张区域(图 5)。 

 

图 4 2001～2019年间汉江流域耕地 NPP变化趋势及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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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1～2019年间汉江流域耕地 NPP的变异程度 

2.5耕地 NPP持续性分析 

汉江流域耕地 NPP 的 Hurst指数范围介于 0.29～0.74之间，平均值为 0.59。耕地 NPP 持续性序列(0.5<H<1)占全流域耕地

面积的 90.75%,表明汉江流域大部分地区耕地 NPP 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一致；耕地 NPP 反持续性序列(0<H<0.5)仅占全流域耕地

面积的 9.25%,主要集中于丹江口以下干流流域部分地区(图 6)。 

将 2001～2019年间 NPP变化趋势图与 Hurst指数分布图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获得汉江流域耕地 NPP变化趋势与持续模式的

耦合图(图 7)。耕地 NPP持续性序列中，呈显著增加和极显著增加的地区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53.27%,集中分布在上游河谷盆地，

以及南阳盆地、下游部分区域；呈显著减少和极显著减少的地区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1.07%,零星分布于十堰郧阳区、襄阳，以

及下游的应城、天门等地。耕地 NPP反持续性序列中，呈显著减少和极显著减少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面积比例极小(小于 0.01%);

呈显著增加和极显著增加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0.19%,主要分布于老河口、邓州和郧西等地。 

总体上，汉江流域耕地 NPP 未来持续呈显著增加的序列明显多于持续呈显著减少(或反持续呈显著增加)的序列，预示汉江

流域耕地 NPP未来将处于持续增加的趋势。 

 

图 6 2001～2019年间汉江流域耕地 NPP的 Hurst指数分布 

 

图 7 2001～2019年间汉江流域耕地 NPP持续模式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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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分析 

利用 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不同耕地变化类型的 NPP值进行分区统计，得到 2001～2019年汉江流域转出耕地、转入耕地、未

变化耕地以及全流域耕地像元的平均 NPP,并探讨退耕还林(草)工程与城镇化对汉江流域耕地 NPP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2001～

2019 年，转入耕地像元的平均 NPP 最高(中值 577gC·m-2·a-1),转出耕地像元的平均 NPP(中值 490gC·m-2·a-1)略低于未变化耕

地像元(中值491gC·m-2·a-1)和全流域耕地像元(中值 492gC·m-2·a-1)(图 8)。转入耕地像元主要来源于林地，生产力水平较高；

转出耕地像元多由新增林草地构成，年龄较小，生产力水平较低。 

 

图 8 2001～2019年汉江流域平均 NPP在转出耕地区、转入耕地区、未变化耕地区和全流域耕地区的差异 

从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状况上看，汉江流域耕地转为其他用地损失的生产力近 70%发生在汉中、安康、勉县和十堰郧阳区等

地的城镇扩张区，以及南阳、十堰、襄阳和武汉等地的市辖区；由于新增耕地提高的生产力 60%以上源于南漳、竹溪、平利、留

坝、商南、西峡、镇安、山阳等地的林地。计算结果显示，汉江全流域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指数为-67.0,丹江口以上流域、唐白

河流域、丹江口以下干流流域占补平衡指数分别为-64.2、-87.5和-65.9,表明唐白河流域耕地占补失衡最突出(图 9)。尽管转入

耕地像元的平均 NPP 值高于转出耕地像元，但由于耕地 NPP 总量变化与耕地 NPP 变化及其面积变化相关，且转入耕地明显少于

转出耕地，汉江流域及其三级流域耕地生产力均呈较显著的占补负平衡，且以唐白河流域最为突出。 

 

图 9 2001～2019年汉江流域及其三级流域不同耕地变化类型生产力总量变化占全流域耕地生产力总量变化比例和占补平衡

指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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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耕地变化类型图与持续模式图进行叠加分析，统计不同耕地变化类型的持续性特征。结果发现，转出耕地中，1514.75km2

的区域 NPP未来将持续呈显著增加态势，占全流域耕地的 2.39%,另有 203.10km2的区域 NPP未来将持续呈显著减少态势，占全流

域耕地的 0.32%;转入耕地中，221.95km
2
的耕地 NPP未来将持续呈显著增加态势，占全流域耕地的 0.35%,3.23km

2
的耕地 NPP 未

来将持续呈显著减少态势，占流域耕地比例不足 0.01%;未变化耕地中，30988.13km2的耕地 NPP未来将持续呈显著增加态势，占

全流域耕地的 48.94%,另有 566.73km2的耕地 NPP未来将持续呈显著减少态势，占全流域耕地的 0.89%(表 3)。总体上，三类耕地

变化类型区域，未来均以持续呈显著增加的特征为主，转入耕地 NPP 呈持续性的比例少于转出耕地，但由于未变化耕地比例最

高，且大部分未变化耕地 NPP将持续呈显著增加态势，汉江流域耕地 NPP未来仍处于持续增加的趋势。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GEE云平台利用时间序列土地覆被数据与 MOD17A3NPP 数据，采用 Theil-Sen 趋势分析、Mann-Kendall统计检验、

变异系数、Hurst 指数和占补平衡分析等方法，对 2001～2019 年间汉江流域耕地净初级生产力的时空变化趋势、稳定性及持续

性特征进行了定量化分析，并对流域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状况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 

(1)时间尺度上，2001～2019 年间，汉江流域耕地 NPP 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多年平均值为 486gC·m
-2
·a

-1
,最高值出现

在 2015年，最低值出现在 2001年，且 2001～2010年间耕地 NPP增长态势明显快于 2011～2019年间；丹江口以上流域耕地 NPP

增长率快于全流域平均水平，唐白河流域和丹江口以下干流流域耕地 NPP增长率慢于全流域平均水平。 

(2)空间尺度上，汉江流域耕地 NPP 呈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其中 79%的耕地 NPP 值介于 400～600gC·m-2·a-1,集中分布于

中上游河谷盆地；丹江口以上流域耕地 NPP均值最高，丹江口以下干流流域次之，唐白河流域最低；汉江流域耕地 NPP呈显著增

加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53.20%,呈显著减少的区域占 1.06%,45.73%的区域耕地 NPP变化趋势不显著；从空间波动性上看，

汉江流域耕地 NPP变化稳定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面积的 36.52%,不稳定区域占 63.48%;从持续性上看，汉江流域耕地 NPP未来将

处于持续增加的趋势。 

(3)2001～2019年，汉江流域耕地变化以退耕还林和城镇化为主，转出耕地占全流域耕地的 4.70%,转入耕地占 0.56%。丹江

口以上流域退耕还林比例较高，占该区耕地的 6.04%;唐白河流域、丹江口以下干流流域耕地城镇化比例较高，分别占区域耕地

的 2.47%和 2.35%。从占补平衡状况上看，汉江流域及其三级流域耕地生产力均呈较显著的占补负平衡，且以唐白河流域最为突

出。 

表 3汉江流域不同耕地变化类型 NPP持续性特征统计 

变化类型 Hurst指数 趋势及显著性 持续性类型 面积(km
2
) 比例(%) 

转出耕地 

0.5<H<1 ρ>0;P<0.01 持续呈极显著增加 1199.79 1.89 

0.5<H<1 ρ>0;0.01<P<0.05 持续呈显著增加 314.96 0.50 

0.5<H<1 P>0.05 持续呈无显著变化 870.09 1.37 

0.5<H<1 ρ<0;0.01<P<0.05 持续呈显著减少 78.86 0.12 

0.5<H<1 ρ<0;P<0.01 持续呈极显著减少 119.09 0.19 

0<H<0.5 ρ>0;0.01<P<0.05 反持续呈显著增加 5.15 0.01 

0<H<0.5 P>0.05 反持续呈无显著变化 244.31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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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耕地 

0.5<H<1 ρ>0;P<0.01 持续呈极显著增加 149.30 0.24 

0.5<H<1 ρ>0;0.01<P<0.05 持续呈显著增加 72.65 0.11 

0.5<H<1 P>0.05 持续呈无显著变化 89.80 0.14 

0.5<H<1 ρ<0;0.01<P<0.05 持续呈显著减少 1.39 0.00 

0.5<H<1 ρ<0;P<0.01 持续呈极显著减少 0.52 0.00 

0<H<0.5 ρ>0;0.01<P<0.05 反持续呈显著增加 1.32 0.00 

0<H<0.5 P>0.05 反持续呈无显著变化 52.27 0.08 

未变化耕地 

0.5<H<1 ρ>0;P<0.01 持续呈极显著增加 20150.20 31.82 

0.5<H<1 ρ>0;0.01<P<0.05 持续呈显著增加 10837.80 17.12 

0.5<H<1 P>0.05 持续呈无显著变化 22981.40 36.29 

0.5<H<1 ρ<0;0.01<P<0.05 持续呈显著减少 272.23 0.43 

0.5<H<1 ρ<0;P<0.01 持续呈极显著减少 180.13 0.28 

0<H<0.5 ρ>0;P<0.01 反持续呈极显著增加 1.52 0.00 

0<H<0.5 ρ>0;0.01<P<0.05 反持续呈显著增加 112.85 0.18 

0<H<0.5 P>0.05 反持续呈无显著变化 5587.46 8.82 

0<H<0.5 ρ<0;0.01<P<0.05 反持续呈显著减少 0.13 0.00 

 

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实质上是异地占补平衡，耕地开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耕地面积与生产力的损失，但汉江流域新

增耕地(转入耕地)比重较少，耕地生产力呈占补失衡状态。近 20年来，随着流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加和城镇化等因素导致

的建设用地需求增加，以及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流域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难以达成。尽管 2001～2019年汉江流域未变化耕地

NPP呈增加的趋势，且其中约 49%未来将持续呈显著增加态势，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变化耕地生产力占补负平衡状态，但仍存在一

定的生态风险，应进一步开展转出耕地、转入耕地的质量变化监测与分析，加强对现有耕地的保护，严守耕地红线，建设高产农

田，并密切关注耕地生产力变化对流域粮食安全及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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